
 

财政分权如何影响共同富裕
−兼论分权的适度区间

郭卫军 1,2， 李光勤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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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财政分权作为调整央地财政权力关系的制度安排，决定了地方政府的资源配置效率和水

平，进而对推进共同富裕具有重要的影响。文章基于生产效率、总体富裕、协调发展、成果共享和生态福

利五个维度构建共同富裕的评价指标体系，运用熵值法测度2000—2019年中国30个省份的共同富裕水

平，并考察财政分权对共同富裕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财政分权有助于提升共同富裕水平，

但存在一定的地区异质性；从分项指标来看，财政分权可以显著提升总体富裕、成果共享和生态福利水

平，但对生产效率和协调发展的影响并不显著；机制检验发现，财政分权可以通过牺牲资本资源配置效

率和优化劳动力资源配置效率促进共同富裕水平的提升；最后，财政分权对共同富裕水平的影响存在

双重门槛效应，具体表现为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即财政分权与共同富裕呈倒U形关系。文章有助于了

解财政分权在推动共同富裕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并确认财政分权的“适度区间”，以期更好更快地推进

共同富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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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言与文献综述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牢牢把握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坚定不移走共同富裕道路；党的十九大之后更是从远景目标、行动纲领、示范区建设等方面对

共同富裕作出了重大战略部署，宣示了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的庄严政治承诺。新时期

的共同富裕内涵超出了物质范畴，涵盖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精神文明、生态福利等多方面。实

现共同富裕既要做大“蛋糕”，也要分好“蛋糕”，在注重效率的同时，也要兼顾公平，协调推进总

体富裕和共享发展。财政分权作为政府进行宏观经济调控、协调地区发展、优化资源配置、调

节收入分配的重要手段，无论是在推动总体富裕还是在促进共享发展方面都具有不可替代的

作用。财政部门应着眼于国家中长期经济社会发展战略，肩负起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目标的

重要责任，不断完善财政分权体制改革，形成推动共同富裕的重要支撑力量。基于此，研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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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式分权体制下的共同富裕问题，科学把握财政分权与共同富裕的关系，从而对更好地发挥财

政在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过程中的作用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随着共同富裕成为时代主题，关于共同富裕的研究也在不断深化和丰富。学界对于共同富

裕的探讨主要体现在以下三方面：（1）共同富裕的内涵特征。新时代的共同富裕是发展性、共

享性与可持续性的统一（郁建兴和任杰，2021），不仅包含物质富裕，同时也包含精神富裕（李

实，2021）。详细来讲，就富裕的主体而言，共同富裕是指全体人民的富裕，不是少数人、个别地

区的富裕；就富裕的领域而言，共同富裕不仅指全体人民在物质生活上达到一定的富裕水平，

同时还要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精神富足、环境宜居宜业、社会和谐和睦（周文和施炫伶，2022）。

而且，共同富裕并不是全体人民同步实现富裕，而是分阶段、分地区、渐进性地实现共同富裕

（周文和施炫伶，2022）；也不是整齐划一、绝对平均的同等富裕，而是存在合理差距的普遍富裕

（袁媛，2022）。（2）共同富裕的评价体系。学界对于共同富裕评价体系的研究没有统一的标准，

大多是基于新时代共同富裕的理论内涵来构建的。万海远和陈基平（2021）、刘培林等（2021）均

从发展性和共享性两方面构建共同富裕的评价指标体系，但二者选取的基础指标却大相径庭。

陈丽君等（2021）将共同富裕的评价体系扩展为发展性、共享性和可持续性三个维度，所选取的

基础指标数量也大幅增加。蒋永穆和豆小磊（2022）对共同富裕的评价则是基于人民性、共享

性、发展性和安全性四个维度，相较于前者的研究，其选用的指标更加丰富，涵盖面也更加广

泛。（3）共同富裕的实现路径。推进共同富裕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统筹推进各项工作，学者们

从不同角度提出了自己的见解。李实（2021）基于共同富裕的理论内涵，从富裕和共享两个维度

出发，提出了实现共同富裕的六大政策建议。唐任伍等（2022）的研究重点放在了收入分配制度

上，认为构建更加合理的初次、再次和三次分配制度是实现共同富裕的重中之重。此外，夏杰

长和刘诚（2021）、向云等（2022）还探讨了数字经济发展在推进共同富裕过程中所发挥的重要

作用，并提出了具有建设性的政策建议。

对于财政分权与共同富裕的关系，大部分学者均从单一角度或狭义角度来研究，即现有文

献都只研究了财政分权对共同富裕内涵中某方面的影响。具体来看：（1）财政分权与生产效

率。财政分权的意义在于中央政府向地方政府提供了经济发展的激励机制，分权使得地方政府

的 预 算 约 束 变 紧 ， 财 政 竞 争 压 力 将 促 使 地 方 政 府 减 少 对 经 营 业 绩 不 佳 的 国 有 企 业 的 扶 持

（Qian和Roland，1998），从而提高地方产出效率。同时，在以GDP为主要考核指标的体制下，地方

财政为了在GDP锦标赛中取胜，会大力投资生产性基础设施，并大搞重复性建设（王永钦等，

2007；傅勇和张晏，2007），进而造成生产效率的损失。因此，财政分权对于生产效率具有正反两

方面的影响，在经济发展早期阶段，财政分权可以有效提升经济综合效率，但随着经济的不断

发展，财政分权所带来的负面产出会增加，对经济综合效率的改善作用会下降（范子英和张

军 ， 2009） 。 （ 2） 财 政 分 权 与 共 享 发 展 。 适 宜 的 财 政 分 权 有 助 于 提 高 公 共 品 的 提 供 效 率

（Musgrave，1959），这是因为各地居民对公共品的需求偏好具有较大差异，中央政府无法确切

掌握各地公共品需求的异质性信息（Stiglitz和Dasgupta，1971），而地方政府相对于中央政府而

言，对当地的情况更加了解，便于提供更多与本地居民需求相匹配的公共品（Tiebout，1956）。需

要注意的是，分权的程度要合理。一方面，如果分权程度太低，则地方差异性需求得不到满足；

另一方面，如果分权程度太高，则会降低公共品提供方面的规模经济效应。因此，合理的财政

分权要在满足地方差异性需求与实现规模经济效应之间取得一定的平衡（Oates，1972）。（3）财

政分权与生态环境。在中国式财政分权体制下，地方政府之间的GDP竞赛导致地方财政支出过

多地投向了高污染、高经济效益的工业领域，而且为了实现经济增长目标，各地也会竞相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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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 境 规 制 水 平 ， 放 松 环 境 准 入 门 槛 ， 从 而 导 致 当 地 环 境 污 染 程 度 的 进 一 步 加 剧 （ 张 克 中 等 ，

2011）。但同时，财政自主度的提高也可以激励地方政府加大环保投入力度，财政分权程度高的

地区相较于财政分权程度低的地区有更多的资金可用于环境治理，因而可以有效减少当地的

环境污染（谭志雄和张阳阳，2015）。

本文可能的创新之处主要有：首先，本文首次从全局角度将财政分权与共同富裕纳入同一

分析框架，系统阐述财政分权对共同富裕的影响、作用机制以及财政分权的适度区间，拓展了

共同富裕研究的理论视角。其次，本文从生产效率、总体富裕、协调发展、成果共享和生态福利

五个维度构建共同富裕的评价指标体系，通过多维度、多指标对共同富裕进行综合测度，相较

于现有文献更加科学、合理和全面，从而能够更好地反映共同富裕的丰富内涵。最后，本文从

财政分权的体制改革、资源配置效应、适度区间以及中央转移支付四方面为促进共同富裕提供

政策建议，进一步拓宽了共同富裕的实现路径研究，具有一定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二、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说

财政分权作为一种调整资源配置的重要制度，对推进地区共同富裕具有重要影响。首先，

财政分权有助于增强地方发展的自身动力，提高地方经济效率，为共同富裕的实现奠定物质基

础。具体而言，财政分权使地方政府的财政自主度提高，有助于激发地方政府的活力和积极

性。相对于中央政府而言，地方政府对本地的社会经济发展状况更加了解，凭借这种信息优

势 ， 地 方 政 府 在 保 持 经 济 稳 定 增 长 、 促 进 就 业 和 居 民 收 入 提 升 方 面 具 有 更 高 的 效 率 （ 林 春 ，

2017）。地方政府可以根据自身的资源禀赋和发展目标灵活地引导经济资源的流动和分配，优

化财政支出结构，减少低效率的投资行为，进而提升本地区的经济综合效率（范子英和张军，

2009）。同时，财政分权还有利于增加地方科技支出，加大对企业研发投入的财政支持，推动地

区技术进步，提高当地的生产效率水平（周克清等，2011），为本地区共同富裕的实现奠定物质

基础。

其次，财政分权可以增强地方政府的统筹协调职能，不断缩小地区差距和城乡差距，从而

在协调发展中推进共同富裕。中国人口众多、幅员辽阔，地区差距和城乡差距问题在各省份都

很普遍，单靠中央转移支付所发挥的平衡作用有限，也很难达到因地制宜的效果。财政分权体

制赋予了地方政府较高的财政自主度，大大提高了地方政府的宏观调控能力，地方政府可以根

据当地实际情况，充分发挥转移支付平衡地区发展差距和城乡发展差距的作用（潘文轩，2011；

苏春红和李真，2022）。同时，地方政府还可以灵活运用财政政策鼓励发达地区通过对口帮扶、

产业协作等方式带动落后地区的发展，合理调整区域间的资源配置，增强落后地区持续发展的

内生动力，促进地区平衡发展和城乡协调发展，进而夯实共同富裕的协调发展基础。

再次，财政分权能够使地方政府根据本地居民的偏好提供公共服务和社会福利，增强地区

发展的共享性，坚持在共享发展中实现共同富裕。让人民群众共享发展成果是共同富裕的核心

要义，也是推动共同富裕实现的重要途径。财政在共享发展中发挥着基础和重要支撑作用，财

政分权为地方政府治理提供了稳定的财政来源和广阔的发挥空间，使得地方政府可以把更多

的财政资金投向教育、文化、医疗、环境等与当地民生相关的公共领域，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均

等化，从而增进本地民生福祉，增强发展的共享性。同时，相对于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具有本地

的信息优势，因此更加了解当地居民对公共福利的需求数量、质量和结构等信息，能够提供与

本地居民需求偏好相匹配的公共产品（彭健，2010），进而提高共同富裕的分配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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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也应该注意到，财政分权在提升地方政府财政自主权的同时，也相应强化了地区间

对流动性要素的竞争程度，而先决条件较好的地区往往会更具吸引力，这将不可避免地进一步

加剧地区发展差距，从而对全国共同富裕水平的提升产生抑制作用。综上所述，财政分权对共

同富裕具有正反两方面的影响，但总体上财政分权所带来的正向作用大于负向作用，因此可以

预期财政分权对共同富裕影响的总效应为正，这在后续的实证检验部分将得到佐证。基于以上

分析，本文提出以下假说：

假说1：财政分权赋予了地方政府较大的财政自主度，增强了地方政府的统筹协调职能和

公共治理能力，从而有利于提升当地的共同富裕水平。

共同富裕的实现需要兼顾效率与公平，特别是随着我国进入新发展阶段，应更加注重协调

发展，防止个体收入差距、地区差距和城乡差距的进一步扩大。而效率与公平是存在矛盾的，

政府为了兼顾公平，通过财政转移支付、税收等手段对资本资源进行重新配置，从而达到平衡

地区发展、城乡发展和调节收入分配的目的，难免会以牺牲市场效率为代价。而且，共享发展

是共同富裕理念的内在要求，财政分权扩大了地方政府的财政支配权，有助于其加大公共服务

供给力度，同时为人民创造宜居宜业的生态环境，这些财政资金的投入并不以资本回报为主要

目的，从而容许一定程度的资本配置效率损失。因此，可以说共同富裕的实现需要以适当的资

本资源错配为代价。此外，财政分权使地方政府可以加大对基础设施、教育、职业培训等方面

的财政投入，有助于促进当地的劳动力就业，提高人力资源水平，优化劳动力资源配置，进而

促进经济增长（Chu和Zheng，2013）。同时，财政分权激发了地区间的税收竞争，这会促使地方政

府积极改善当地的营商环境，吸引并集聚更多的有竞争力的企业和高素质人才，从而提高劳动

力资源配置效率（Perez-Sebastian和Raveh，2016），促进地区经济增长，为共同富裕水平的提升提

供坚实的物质基础。基于此，提出以下假说：

假说2：预期财政分权通过牺牲资本资源配置效率和优化劳动力资源配置效率提升地区共

同富裕水平。

财政分权体制下，中央政府要具备相当的财政能力，统筹推进各项公共事业，协调地区发

展，以推进全国人民共同富裕。同时，地方政府为了完成中央政府分配的目标任务，也需要获

得相当的财政自主权，为本地区共同富裕的实现提供有力保障。因此，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应

保持良好适度的财政关系，财政分权程度不宜过高或过低。如果财政分权程度过高，则不仅会

制约中央政府的财政转移支付能力，弱化自身的再分配作用和平衡地区发展的职能，而且还会

降低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的控制力，导致局部地区投资过热，进一步扩大地区差距，从而不利

于全国共同富裕的实现。如果财政分权程度过低，则意味着中央政府集权程度过高，地方政府

财政自主度有限，这会减少地方政府所支配的财政资金，使其缺乏足够的财力促进本地的经济

社会发展。同时，中央政府集权程度过高会降低资源配置效率，因为与地方政府相比，中央政

府没有本地的信息优势，无法为本地居民提供足够多且相匹配的公共服务和社会福利（Oates，

1999），这将不利于本地共同富裕水平的提升。为此提出以下假说：

假说3：财政分权程度过高或过低都不利于共同富裕水平的提升，财政分权对共同富裕的

影响存在“适度区间”。

三、  模型构建与变量说明

（一）模型设定

为考察财政分权对共同富裕的影响，本文采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进行回归。由于当年的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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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富裕水平，受当年的政府行为影响较少，更多的是受前一年的影响，即财政分权对共同富裕

的影响应该存在滞后性。因此，本文的模型设定如下：
Comit = α0+α1Fdit−1+αControlsit +µi+ νt +εit (1)

i i其 中 ，Com i t表 示 省 份 第 t年 的 共 同 富 裕 水 平 ；Fd i t - 1表 示 省 份 第 t−1年 的 财 政 分 权 程 度 ；

Controlsit表示一系列的控制变量，具体包括城镇化水平（Urban）、产业结构（Indu）、贸易开放度

（Trade）、对外直接投资（Fdi）、政府干预程度（Gov）和人力资本水平（Human）；  μi表示省份固定

效应，νt表示年份固定效应，εit为随机扰动项。

（二）变量说明

1.被解释变量：共同富裕（Com）。（1）共同富裕的理论内涵与指标体系构成。习近平总书记

强调：“我们说的共同富裕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是人民群众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都富裕，不是

少数人的富裕，也不是整齐划一的平均主义（习近平，2021）”。这表明，从内容上看，共同富裕不

仅包含物质层面的富裕，同时包含精神层面的富裕；从范围上看，共同富裕不是少部分人的富

裕，而是全体人民的普遍富裕；从程度上看，共同富裕不是同等程度的富裕，而是保持合理差

距的富裕；从时间上看，共同富裕不是同时达到富裕，而是时间上有先后的富裕。因此，新时期

的共同富裕具有丰富的理论内涵，不能仅用一个指标来衡量，需要构建多维指标体系来进行综

合评价。本文结合习近平总书记、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十四五”规划纲要对共同富裕的论述

以及其他学者的研究，将共同富裕的内涵特征界定为生产效率、总体富裕、协调发展、成果共

享和生态福利五个维度，并以此为基础构建共同富裕的评价指标体系（见表1）。
 
 

表 1    共同富裕指标体系构建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基础指标 单位 指标属性

共同富裕

生产效率

资本生产率 正向

劳动生产率 正向

全要素生产率 正向

总体富裕

人均GDP 元/人 正向

人均可支配收入 元/人 正向

人均消费支出 元/人 正向

城镇居民恩格尔系数 % 负向

农村居民恩格尔系数 % 负向

协调发展

居民收入差距 指数 负向

地区发展差距 指数 负向

城乡发展差距 指数 负向

成果共享

人均教育支出 元/人 正向

人均公园绿地面积 m2/人 正向

每千人拥有卫生技术人员数 个/千人 正向

每万人拥有公共汽电车辆数 辆/万人 正向

每百万人拥有博物馆机构数 个/百万人 正向

生态福利

空气质量（PM2.5） 平均浓度 负向

单位GDP能耗 吨标准煤/万元 负向

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 % 正向
 

其一，生产效率。实现共同富裕既要做大“蛋糕”，也要分好“蛋糕”。分好“蛋糕”的前提是要

先做大“蛋糕”，而做大“蛋糕”离不开一定的生产力基础，如果没有较高的生产率做支撑，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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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裕则将缺乏必要的物质基础，共享也将成为无本之木。因此，发展才是硬道理，即生产效率

的提升是实现共同富裕的题中应有之义。本文选用资本生产率、劳动生产率和全要素生产率作

为生产效率的基础指标，从而综合衡量一个地区的生产效率水平。其中，劳动生产率和资本生

产率分别采用各省份实际  GDP 与就业人数之比和各省份实际  GDP 与资本存量之比来衡量

（黄繁华和郭卫军，2020），资本存量采用单豪杰（2008）的永续盘存法估算，以  2000 年为基期，

折旧率为10.96%；参考张军和施少华（2003），全要素生产率采用索洛残差法进行测算。

其二，总体富裕。新时期的共同富裕不是同等程度的富裕，不能搞平均主义，更不能导致共

同贫困，必须建立在一定程度的总体富裕基础之上。只有将总的“蛋糕”做大，才有足够的“蛋

糕”可分。因此，总体富裕是共同富裕的前提条件，必然包含在共同富裕的评价指标体系中。本

文选取人均GDP、人均可支配收入、人均消费支出、城镇居民恩格尔系数和农村居民恩格尔系

数五个基础指标来综合衡量一个地区的总体富裕水平。

其三，协调发展。发展的协调性、均衡性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必要条件，只有不断推进地区协

调发展，使各地区各行业人民的收入水平和生活质量持续提高，才能逐步实现共同富裕。因此

可以说，协调发展既是共同富裕的内在要求，也是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途径。本文选取居民收

入差距、地区发展差距和城乡发展差距三个基础指标来衡量协调发展水平，这三个差距越小，

表明该地区的协调发展程度越高。其中，居民收入差距参考田卫民（2012）的方法，用居民收入

基尼系数（Sundrum，1992）来衡量；地区发展差距以各省份的区县夜间灯光数据计算的  Dagum

基尼系数（Dagum，1997）来衡量；城乡发展差距用城乡居民可支配收入的泰尔指数来衡量（陈

文和吴赢，2021）。

其四，成果共享。推进共同富裕的重要目的是为了增进民生福祉，让人民共享发展成果，不

断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因此，必须坚持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的理念，走共建共治

共享之路，为全体人民提供更优质的公共服务和更完善的社会福利，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

精神文化需求。本文选取人均教育支出、人均公园绿地面积、每千人拥有卫生技术人员数、每

万人拥有公共汽电车辆数和每百万人拥有博物馆机构数五个基础指标来综合评价一个地区的

共享发展水平。

其五，生态福利。“良好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习近平总书

记的这一科学论断，深刻揭示了生态环境与民生福祉的重要关系，寓意着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

优美生态环境需求也是推进共同富裕的重要内容。共同富裕的内涵不局限于物质富裕和精神

富裕，同时也包含着丰富的生态文明意蕴，经济福利、社会福利和生态福利共同构成了共同富

裕的福利体系。本文选取空气质量、单位GDP能耗和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三个基础指标来综

合评估一个地区的生态福利水平。

（2）共同富裕水平测度。本文参考相关研究，采用熵值法测算中国的共同富裕水平，首先将

各基础指标生成生产效率、总体富裕、协调发展、成果共享和生态福利五个分维度综合指数，

然后再将分维度综合指数用同样的方法生成共同富裕综合指数。

利用熵值法可以测算出2000—2019年我国各省份的共同富裕水平，图1直观地反映了

2000—2019年30个省份共同富裕综合指数均值的排名情况。可以看出，北京、上海、浙江三个

省市的共同富裕指数均值超过了0.4，明显高于其他省份，河南、黑龙江、山西、安徽和贵州五个

省份都在0.3以下，而其他大部分省份均在0.3−0.4之间。这表明排名靠前的省份均位于东部沿

海发达地区，而排名靠后的省份均位于中西部地区。由此可见，一个地区共同富裕水平的高低

与当地的经济发展水平高度相关，共同富裕的实现需要一定的经济发展水平为基础。同时，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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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看到经济强省广东仅排在第九位，甚至位列青海和内蒙古之后，原因可能在于广东省内部发

展差距和贫富差距较大，限制了共同富裕水平的进一步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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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2000—2019年中国30个省份共同富裕综合指数均值排名

 

2.核心解释变量：财政分权（Fd）。财政分权表示地方政府所拥有的财政自主权。目前，衡量

财政分权的指标主要有财政收入分权、财政支出分权和财政自给度，这三个指标所代表的涵义

各不相同，在度量财政分权方面都存在一定的缺陷（张倩和邓明，2017）。其中，财政自给度衡量

了地方政府依靠自有收入满足本级政府财政支出的能力（Ebel和Yilmaz，2002），能够在一定程

度上反映地方政府的财政自主能力，而且从数据结构适用性方面来说，财政自主度指标具有跨

地区和跨时间的识别能力，相较于收支分权指标，更加适用于考虑地区差异的面板数据（陈硕

和高琳，2012）。因此，本文借鉴江红莉和蒋鹏程（2019），采用财政自主度来衡量财政分权，具体

计算公式为：财政分权=省级政府预算内财政收入/省级政府预算内财政总支出。

3.控制变量。（1）城镇化水平（Urban），采用各省份城镇总人口与全省总人口之比表示；

（2）产业结构（Indu），采用各省份第三产业增加值与第二产业增加值之比表示；（3）贸易开放度

（Trade），采用各省份进出口贸易总额与地方生产总值之比表示；（4）外商直接投资（Fdi），采用

各省份外商直接投资总额与地方生产总值之比来表示；（5）政府干预程度（Gov），采用各省份

财政支出总额与地方生产总值之比来表示；（6）人力资本水平（Human），采用各省份人均受教

育年限来表示。

4.机制变量：资本资源错配程度（RaeK）和劳动资源错配程度（RaeL）。本文借鉴陈永伟和胡

伟民（2011）、白俊红和刘宇英（2018），对各省份资本资源错配程度和劳动资源错配程度进行衡

量，根据此方法测算出的数值越大，说明资源错配程度越严重，反之亦然。

5.数据来源。本文基于2000—2019年中国大陆地区除西藏以外的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研

究财政分权对共同富裕水平的影响及作用机制。所用原始数据主要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

各省份统计年鉴、《中国环境统计年鉴》、国家统计局官网、美国国家环境信息中心（NCEI）官网

（夜间灯光数据）、大气成分分析小组（Atmospheric Composition Analysis Group，PM2.5数据）。

四、  实证分析

（一）基准回归

本文的基准回归结果见表2。其中，第（1）列只加入了被解释变量（Com）与核心解释变量

（L.Fd），可以看出财政分权（L.Fd）的估计系数为正，且在1%的水平上显著。接着依次加入其他

控制变量，L.Fd的估计系数依然显著为正，表明财政分权能够显著提升共同富裕水平，因此本

文提出的研究假说1得到验证。详细解释可见前文理论分析部分，在此不再赘述。对于其他控制

变量而言，各控制变量对共同富裕的影响效果有所不同。其中，产业结构和外商直接投资对共

同富裕的影响显著为正，说明产业结构升级和外商直接投资有利于提高共同富裕水平；贸易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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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度和政府干预程度均对共同富裕具有显著的负面影响，说明较高的贸易开放度和政府干预

程度会抑制共同富裕水平的提升；而城镇化水平和人力资本水平对共同富裕的影响均不显著。
 
 

表 2    基准回归

变量
Com Com Com Com Com Com Com
(1) (2) (3) (4) (5) (6) (7)

L.Fd
0.204***

(6.328)
0.213***

(6.596)
0.200***

(6.295)
0.195***

(6.147)
0.189***

(5.951)
0.179***

(5.673)
0.184***

(5.732)

Urban
−0.125***

(−2.612)
−0.005
(−0.092)

0.037
(0.665)

0.024
(0.428)

−0.014
(−0.250)

−0.007
(−0.122)

Indu
0.028***

(4.831)
0.028***

(4.678)
0.027***

(4.643)
0.026***

(4.488)
0.027***

(4.565)

Trade
−0.026**

(−2.273)
−0.030**

(−2.583)
−0.022*

(−1.917)
−0.022*

(−1.917)

Fdi
0.175*

(1.897)
0.200**

(2.191)
0.191**

(2.076)

Gov
−0.128***

(−3.634)
−0.129***

(−3.651)

Human −0.006
(−0.855)

Constant
0.088***

(4.742)
0.134***

(5.256)
0.066**

(2.311)
0.059**

(2.079)
0.064**

(2.232)
0.103***

(3.394)
0.139***

(2.661)
省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观测值 570 570 570 570 570 570 570

Adjusted R2 0.950 0.950 0.953 0.953 0.953 0.954 0.954

　　注：***、**、*分别表示在1%、5%、10%的水平上显著，下同。
 

（二）稳健性检验

1. 替换核心解释变量。关于财政分权指标，还可以从收入角度来衡量，即用财政收入分权

来表示。因此我们将财政收入分权作为核心解释变量的替换变量，以检验替换核心解释变量后

本文的核心结论是否依然成立。对于财政收入分权的度量，本文借鉴郭峰等（2015）的研究，即

财政分权=（省级政府本级人均预算财政收入）/（省级政府本级人均预算财政收入+中央政府本

级人均预算财政收入）。表3第（1）列展示了替换核心解释变量后的回归结果，与基准回归结果

一致，说明本文的研究结论是比较稳健的。
 
 

表 3    稳健性检验

变量
替换核心解释变量 剔除4个直辖市 双侧缩尾处理 内生性处理

(1) (2) (3) (4)

L.Fd 0.174***(3.992) 0.132***(3.690) 0.194***(6.043) 0.256***(5.204)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Constant 0.168***(3.190) 0.195***(3.567) 0.159***(3.010)

LM检验 112.795(0.000)

CDWF检验 222.022[19.93]

Hansen J检验 0.367(0.545)

省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观测值 570 494 570 540

Adjusted R2 0.953 0.956 0.955 0.953

　　注：CDWF检验中的[ ]为Stock-Yogo检验在10%水平上的临界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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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剔除4个直辖市。与其他省份相比，直辖市在立法、政务和财税等方面都具有一定的特殊

自主权，因此为了使研究更具普适性，本文将4个直辖市剔除。由表3第（2）列可知，在剔除4个直

辖市后，财政分权的估计系数依然显著为正，再次验证了本文研究结论的稳健性。

3. 双侧缩尾处理。为了避免异常值的影响，本文对样本数据进行1%双侧缩尾处理，然后以

此为基础重新进行回归。表3第（3）列中L.Fd估计系数的符号和显著性同样没有发生本质改变，

说明本文的核心研究结论依然成立。

4. 内生性处理。对于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本文采用工具变量法进行处理。参考吕冰洋

和陈志刚（2021）、贺颖（2021）、申亮和刘浩（2022）的研究，使用财政分权的滞后两期以及相邻

省份财政分权均值的滞后一期作为核心解释变量财政分权滞后一期的工具变量。选择这两个

工具变量的理由如下：首先，使用滞后项作为工具变量是一种常见的做法（Kneller等，1999；吕

冰洋和陈志刚，2021）。从理论上来讲，财政分权是一种制度设计，而制度设计一般都具有较强

的延续性，因此当年的财政分权程度与前一年的财政分权程度具有较强的联系；共同富裕在较

大程度上受当期或前一期财政分权程度的影响，而前两期的财政分权程度很可能不会对共同

富裕产生影响。其次，由于相邻省份之间存在相互模仿、借鉴的现象，财政分权具有一定的相

似性，因此本省份财政分权与相邻省份财政分权均值可能具有较强的相关性；同时，本省份的

共同富裕水平与相邻省份财政分权均值没有直接联系，因而满足外生性条件。由  Anderson

LM检验、Cragg-Donald Wald F 检验和Hansen J检验结果可知，工具变量的选择是合理的。表3第

（4）列的工具变量回归结果显示，核心解释变量的估计系数依然显著为正，进一步验证了本文

的研究结论是稳健可靠的。

（三）地区异质性回归

上文证实了财政分权能够显著提升共同富裕水平，但是由于我国不同地区经济发展和共

同富裕水平呈现多样化特征，财政分权对于共同富裕的影响可能存在一定差异。因此，本文进

一步考察财政分权对共同富裕影响的地区异质性特征。由于分组回归会缩小样本量，损失观测

值，导致回归结果的偏误。因此，本文通过引入虚拟变量与核心解释变量的交互项进行异质性

回归。具体做法是生成3个虚拟变量East、Central、West，分别代表东、中、西部地区，属于该地区

为 1， 否 则 为 0。 然 后 将 核 心 解 释 变 量 财 政 分 权 滞 后 一 期 L.Fd与 3个 虚 拟 变 量 相 乘 ， 生 成

L.Fd×East、L.Fd×Central、L.Fd×West三个交互项，之后代入模型中进行回归。

表4的回归结果显示，东部地区、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的财政分权系数均显著为正。进一步

观察系数大小，发现西部地区财政分权的估计系数最大，其次为中部地区，而东部地区最小。

这表明财政分权对共同富裕的影响存在一定的地区异质性特征，即欠发达地区财政分权程度

的提升对共同富裕的促进作用相较于发达地区更大。可能的原因在于：欠发达地区的财政分权

程度和共同富裕水平都偏低，进一步提升的空间较大，而发达地区的财政分权程度和共同富裕

水平都较高，提升空间相对有限，财政分权对共同富裕的促进作用出现了边际效益递减的现象。

（四）共同富裕分项指标回归

在上文中，我们探讨了财政分权对共同富裕综合指数的影响，得出了财政分权可以有效提

升共同富裕水平的结论，那么财政分权是通过哪些方面促进共同富裕呢？为回答这个问题，本

部分考察财政分权对共同富裕五个维度分项指标的影响。

表5为共同富裕分项指标的回归结果。可以看出，第（1）、（3）列核心解释变量的估计系数不

显著，表明财政分权对生产效率和协调发展的影响不明显；第（2）、（4）、（5）列核心解释变量的

估计系数均显著为正，表明财政分权能够有效提升总体富裕、成果共享和生态福利水平，即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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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分权主要通过总体富裕、成果共享和生态福

利三方面促进共同富裕。进一步观察影响系数

的大小，发现财政分权对生态福利的提升作用

最为明显，而对总体富裕、成果共享的提升作用

较小。这说明我国近年来对生态福利的重视程

度不断加强，财政分权可以有效提升地方政府

的财政自主度，依靠财政力量，坚持走生态发展

之路，积极打造宜居宜业的生态环境，让全体人

民享受更多的生态福利。同时，财政分权程度的

提高，也有助于各地政府部门有力推进总体富

裕，努力做好稳增长稳就业的经济工作，不断满

足人民群众日益提高的物质生活需求。此外，如

果财政自主度高，各地政府还可以在不断加强

经济建设、提升人民生活水平的过程中，积极推

进成果共享工作，这也是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

生活向往的现实需求。与此同时，我们也应该认识到政府推进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步伐仍然比

较缓慢，依靠财政激励科技创新，从而促进生产效率提升的效果还有待加强。而且，财政自主

度的提升在促进协调发展方面的效果也不太明显，个体收入差距、区域发展差距和城乡发展差

距依然是横亘在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道路上的“三座大山”。

（五）机制检验

财政分权能够增强地方政府的财政支配能力，因此地方政府可以根据自身的资源禀赋和

发展目标，合理地进行资源配置，提高经济社会综合效益（范子英和张军，2009）。基于前文的理

论分析，财政分权可能通过牺牲资本资源配置效率和优化劳动力资源配置效率提升地区共同

富裕水平。那么，财政分权是否真的能够通过资源配置效应这一机制促进共同富裕水平的提

升？为此，本文选取资本资源错配指数和劳动力资源错配指数作为机制变量，同时参考江艇

（2022）的机制检验方法，构建如下模型进行检验：
Mit = τ0+τ1Fdit−1+τControlsit +µi+ νt +εit (2)

其中Mit为机制变量。此外，参考陈永伟和胡伟民（2011）、白俊红和刘宇英（2018），通过测算资本

和劳动力资源的“扭曲”指数衡量资本资源错配程度和劳动力资源错配程度。

表 4    地区异质性回归

变量
基础回归

替换核心
解释变量

双侧缩尾
处理

(1) (2) (3)

L.Fd×East
0.130*** 0.098* 0.163***

(2.922) (1.657) (3.542)

L.Fd×Central
0.171*** 0.164*** 0.167***

(2.975) (2.831) (2.825)

L.Fd×West
0.279*** 0.254*** 0.275***

(5.365) (5.014) (5.349)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Constant
0.138*** 0.150*** 0.154***

(2.649) (3.032) (2.903)

省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观测值 570 570 570

Adjusted R2 0.955 0.952 0.955

表 5    共同富裕分项指标回归

变量
生产效率 总体富裕 协调发展 成果共享 生态福利

(1) (2) (3) (4) (5)

L.Fd −0.058(−1.301) 0.188***(5.683) −0.222(−1.397) 0.188***(5.319) 0.396***(4.667)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Constant 0.365***(5.025) 0.013(0.249) 1.074***(4.140) −0.209***(−3.624) 0.478***(3.452)

省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观测值 570 570 570 570 570

Adjusted R2 0.803 0.955 0.049 0.944 0.7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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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6检验了财政分权提升共同富裕水平的

作用机制。首先看第（1）列，财政分权加剧了资

本资源错配程度，进而提升了共同富裕水平。这

表明资本资源配置是财政分权对共同富裕的机

制变量，财政分权可以通过牺牲资本资源配置

效率这一机制促进共同富裕水平的提升。其次

看第（2）列，财政分权减弱了劳动力资源错配程

度，进而提升了共同富裕水平。这表明劳动力资

源配置也是财政分权对共同富裕的机制变量，

财政分权可以通过优化劳动力资源配置效率这

一机制促进共同富裕水平的提升。

五、  进一步分析：财政分权的适度区间

上文验证了财政分权对共同富裕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是基于线性关系基础的分析，接下

来本文进一步考察财政分权与共同富裕之间可能存在的非线性关系，从而确定财政分权在促

进共同富裕方面的适度区间。因此，本文建立如下非线性回归模型：

Comit = β0+β1Fdit−1+β2Fd2
it−1+βControlsit +µi+ νt +εit (3)

表7报告了财政分权对共同富裕的非线性影响的回归结果。结果显示，L.Fd的系数显著为

正，而L.Fd2的系数显著为负，表明财政分权与共同富裕之间存在倒U形关系。这意味着财政分

权对共同富裕的影响效应并非是线性的，而是总体上呈现出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当财政分权

程度较低时，提高财政分权程度对共同富裕的促进作用较大；但当财政分权程度超过一定范围

时，边际影响会减弱，其对共同富裕的促进作用趋于下降。因此，为促进共同富裕水平的提升，

财政分权程度并不是越高越好，而是存在分权的适度区间。

为 进 一 步 确 定 财 政 分 权 的 “适 度 区 间 ” ， 以 财 政 分 权 为 门 槛 变 量 ， 利 用 门 槛 回 归 模 型

（Hansen，1999），考察财政分权对共同富裕的门槛效应。由此，本文构建如下模型：
Comit =δ0+δ1Fdit−1I(thr ⩽ λ1)+δ2Fdit−1I(λ1 < thr ⩽ λ2)

+δ3Fdit−1I(thr > λ2)+δControlsit +εit
(4)

表 6    作用机制检验

变量
资本资源错配 劳动力资源错配

(1) (2)

L.Fd
0.553*** −0.559***

(3.878) (−3.180)

控制变量 是 是

Constant
1.149*** 0.308
(4.945) (1.076)

省份固定效应 是 是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观测值 570 570

Adjusted R2 0.163 0.357

表 7    财政分权对共同富裕的非线性影响

变量
Com Com Com Com Com Com Com
(1) (2) (3) (4) (5) (6) (7)

L.Fd
0.369***

(3.726)
0.386***

(3.914)
0.446***

(4.602)
0.423***

(4.347)
0.423***

(4.364)
0.348***

(3.505)
0.361***

(3.608)

L.Fd 2 −0.154*

(−1.759)
−0.161*

(−1.858)
−0.231***

(−2.688)
−0.213**

(−2.480)
−0.219**

(−2.556)
−0.157*

(−1.797)
−0.164*

(−1.870)

Constant 0.048
(1.615)

0.092***

(2.739)
0.001
(0.031)

0.000
(0.006)

0.003
(0.086)

0.055
(1.359)

0.095*

(1.668)
省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观测值 570 570 570 570 570 570 570

Adjusted R2 0.950 0.951 0.953 0.953 0.954 0.954 0.954

　　注：与基准回归类似，在各列中依次加入控制变量，因篇幅所限，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未列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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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thr表示门槛变量，λ1、λ2为门槛值，I（·）为指示函数，如果满足括号内条件，I（·）取值为1，否

则取值为0。

本文使用Bootstrap自抽样法进行门槛效应检验，同时采用似然比统计量（LR）检验门槛估

计值的真实性。表8报告了以财政分权为门槛变量的门槛效应检验结果。可以看出，财政分权通

过了单门槛效应和双门槛效应检验，而三门槛效应不显著。因此，财政分权对共同富裕的影响

存在双重门槛效应。两个门槛值分别为0.1868和0.7758，且均在90%的置信区间内，说明门槛估

计值是可接受的。

根据门槛效应的检验结果，本文采用双门

槛模型来检验财政分权的“适度区间”，表9展示

了财政分权的门槛回归结果。结果显示，各区间

财 政 分 权 估 计 系 数 的 大 小 呈 现 出 明 显 的 差 异

性，证实了双重门槛效应的存在。具体而言，当

财政分权程度低于0.1868时，财政分权与共同富

裕负相关，即财政分权会抑制共同富裕水平的

提升；当财政分权程度处于[0.1868，0.7758]区间

时，财政分权与共同富裕正相关，即财政分权能

够显著促进共同富裕水平的提升，此时的影响

系数为0.127，意味着财政分权程度每提升1单位，会使共同富裕水平提升0.127单位；当财政分

权程度高于0.7758时，财政分权对共同富裕的影响不显著。这表明当财政分权高于一定程度

时，边际影响会减弱，其对共同富裕的促进作用趋于下降。通过以上分析可知，不同程度的财

政分权会对共同富裕产生异质性影响，两者呈倒U形关系。当财政分权程度过低或过高时，财

政分权对共同富裕的促进作用会减弱，甚至会产生负面影响；当财政分权处于[0.1868，0.7758]

区间时，对共同富裕的正向影响最大，即财政分权在促进共同富裕方面存在“适度区间”。因

此，我国在进一步推动财政分权体制改革时，要坚持适度原则，将中央与地方政府的财政分配

关系控制在合理区间，从而使财政分权对共同富裕的促进作用得到更加充分的发挥。

六、  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根据新发展阶段共同富裕的理论内涵，从生产效率、总体富裕、协调发展、成果共享和

生态福利五个维度构建了共同富裕的评价指标体系，采用熵值法测算了我国30个省份的共同

富裕水平，并在此基础上利用2000—2019年省级面板数据，实证研究了财政分权对共同富裕

的影响，得出以下主要结论：首先，财政分权与共同富裕呈显著正相关关系，但存在一定的地

区异质性，即财政分权对欠发达地区共同富裕水平的提升作用相较于发达地区更大。其次，分

维度回归结果显示，财政分权能够显著提升总体富裕、成果共享和生态福利水平，但对生产效

表 8    财政分权对共同富裕的门槛效应检验

门槛变量 门槛数 F值 P值 10% 5% 1% 门槛值 置信区间

财政分权

单一 19.50 0.0980 19.4286 23.7715 31.2356 0.1868 0.1609−0.4864

双重 18.54 0.0680 16.2194 22.9712 49.6147
0.1868 0.1609−0.1970
0.7758 0.7694−0.7895

三重 6.19 0.6820 21.5622 32.2580 52.6615 0.3271 0.3225−0.3290

表 9    财政分权对共同富裕的门槛效应回归

变量 Com

L.Fd≤0.1868 −0.396***(−2.852)

0.1868< L.Fd≤0.7758 0.127**(2.074)
L.Fd>0.7758 0.052(1.180)

控制变量 是

Constant −0.658***(−15.744)

固定效应 是

观测值 570

Adjusted R2 0.9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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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和协调发展的影响并不显著。再次，通过机制检验发现，财政分权通过牺牲资本资源配置效

率和优化劳动力资源配置效率促进共同富裕水平的提升。最后，财政分权对共同富裕水平的影

响存在双重门槛效应，具体表现为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即财政分权与共同富裕呈倒U形关

系。这表明财政分权程度过高或过低均会减弱其对共同富裕的促进作用，因此只有将财政分权

保持在“适度区间”才能较大程度地提升一个地区的共同富裕水平。

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以下政策建议：（1）持续推动财政分权体制改革，适当提高地方政

府财政自主度。具体而言，财政分权制度改革的重点在于完善央地间权责关系，并匹配相应的

财权。一方面，中央政府承担着国家治理的重要职责，其政策目标具有全局性和战略性，为实

现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需要强化中央政府在全国性事务方面的事权；另一方面，财政分权程

度的提高有利于促进当地的共同富裕，因此应赋予地方政府更多的财政资金支配权，充分利用

其在本地拥有的信息优势，进一步优化资源配置，发挥财政在地方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基础支撑

作用。（2）充分认识财政分权的资源配置效应，在兼顾效率与公平中推进共同富裕。财政分权

可以通过损失资本资源配置效率和改善劳动力资源配置效率促进共同富裕水平的提升，因此

要充分认识财政分权的资源配置效应在推进共同富裕过程中的作用。一方面，地方政府财政自

主度的提升，可以使地方政府加大基础设施、教育、职业培训、营商环境等方面的投入，促进劳

动力就业和高素质人才的集聚，提高劳动力资源配置效率，促进经济增长，为共同富裕的实现

奠定物质基础；另一方面，地方政府财政自主度的提升有利于其加大公共服务供给，协调地区

发展，为人民创造宜居宜业的生态环境，虽然这些不以盈利为目的财政资金投入难免造成一定

的资本配置效率损失，但会在很大程度上提高发展的共享性和公平性，为共同富裕的实现创造

条件。因此，地方政府应充分发挥财政分权的资源配置效应，在统筹效率与公平中推进共同富

裕。（3）财政分权要坚持适度原则，充分把握分权的“适度区间”。财政分权程度过高或过低都

会弱化其对共同富裕的促进作用，因此财政分权要基于适度原则，根据中央统筹协调的需要和

各地区发展的基础，因时制宜、因地制宜地调整财政分权程度，使财政分权保持在一定的合理

区间。既要让地方政府拥有相当的财政自主权，激发地方政府活力，优化资源配置效率，促进

当地共同富裕水平的提升；也要使中央掌握相当的财政能力，以便推进全国性公共事业的发展

和平衡地区发展差距，从而提升全国整体的共同富裕水平。（4）强化中央政府的再分配职能，

发挥中央转移支付的平衡作用。地方政府在解决收入再分配问题上面临很多掣肘，因此需要中

央政府承担更多的再分配职能，构建初次分配、再分配和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基础性制度安

排，谋划好促进共同富裕的顶层设计。而且，中央政府应加大转移支付力度，重点向欠发达地

区、农村地区和低收入群体倾斜，切实贯彻协调发展理念，充分发挥转移支付在平衡区域发

展、促进公共服务均等化等方面的作用，多维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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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w does Fiscal Decentralization Affect Common
Prosperity: Also on the Appropriate Range of

Decentralization

Guo Weijun1,2,  Li Guangqin1

( 1.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Trade and Economics, Anhui University of Finance & Economics, Anhui Bengbu
233030, China; 2. Theoretical Economics Postdoctoral Mobile Station, Fudan University,

Shanghai 200433, China )

Summary: Promoting common prosperity in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is  China’s current

and  future  work  focus  and  goal,  and  achieving  common  prosperity  is  inseparable  from  the

exertion  of  fiscal  function.  As  an  institutional  arrangement  to  adjus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entral and local financial power, fiscal decentralization determines the efficiency and level of the

resource  allocation  of  local  governments,  and  thus  has  an  important  impact  on  promoting

common prosperity. According to the theoretical connotation of common prosperity in the new

development  stage,  the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of  common  prosperity  in  the  new  era  is

constructed  from  the  five  dimensions  of  production  efficiency,  overall  prosperity,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achievement sharing and ecological welfare. The entropy method is used to measure

the level of common prosperity of 30 provinces in China from 2000 to 2019.  On this basis,  the

impact  of  fiscal  decentralization  on  common  prosperity  and  its  mechanism  are  empirically

investigated,  and  the “appropriate  range” of  fiscal  decentralization  is  further  confirmed.  The

research  finds  that  fiscal  decentralization  helps  to  improve  the  level  of  common  prosperity,  but

there is a certain regional heterogeneity. That is, fiscal decentralization has a more obvious role in

improving the level of common prosperity in underdeveloped regions than in developed regions.

From  the  sub-indicators  of  common  prosperity,  fiscal  decentralization  can  significantly  improve

the level of overall  prosperity,  achievement sharing and ecological welfare,  but has no significant

impact  on  production  efficiency  and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Further  mechanism  test  shows

that fiscal decentralization can promote the improvement of common prosperity by sacrificing the

efficiency of capital resource allocation and optimizing the efficiency of labor resource allocation,

which indicates that the resource allocation effect of fiscal decentralization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promoting  common  prosperity.  Finally,  the  impact  of  fiscal  decentralization  on  the  level  of

common prosperity has a dual threshold effect, which is manifested in the trend of rising first and

then  falling.  That  is,  fiscal  decentralization  and  common  prosperity  have  an  inverted  U-shaped

relationship,  and  fiscal  decentralization  has  an “appropriate  range” in  promoting  common

prosperity.  Therefore,  we should properly improve the financial autonomy of local governments,

give  better  play  to  the  resource  allocation  effect  of  fiscal  decentralization,  fully  grasp  the

“appropriate  range” of  fiscal  decentralization,  and  strengthen  the  balance  role  of  central  transfer

payments,  so  as  to  solidly  promote  the  road  of  common  prosperity  for  all  people  in  a  multi-
dimensional way.

Key words: fiscal decentralization; common prosperity; appropriate ran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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